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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习得语际影响研究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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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1 世纪开始，三语习得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三语习得的语际影响(CLI)逐步脱离二语习得，

形成了独立的理论体系，并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本文运用 Jarvis 对 CLI 研究范围的分类框架，将其分为四

类：实证发现，理论发展，方法学工具，论证探索，并对三语习得 CLI 研究的进展进行梳理，同时对未来研

究趋势进行展望，从而为国内相关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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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new trends in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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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 a long time, studies on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CLI) were primarily grounded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with little attention given to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its distinct impact on the CLI process. 
Over the past 20 years, 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interest regarding CLI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which has gradually emerged as a field with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ories. This article aims to apply Jarvis’s 
classification of transfer research scope to summarize recent studies on CLI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analyze 
emerging trends,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research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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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际影响，又称语言迁移，Odlin(1989)将其描述

为目标语与已习得语言间因相似或相异产生的影响；

Jarvis 和 Pavlenko(2008)则认为是不同语言知识的相

互作用。传统上，CLI 研究主要集中在二语习得，三

语习得常被视为其分支。然而，自 21 世纪初以来，

学者们逐渐认识到三语习得中存在独特的 CLI 现象。

一些研究指出，两种已习得语言对三语学习产生正

面影响，并促进认知和思维发展(Jessner,2008)。这使

得三语习得中的 CLI 研究更具复杂性。 
Jarvis 和 Pavlenko (2008)强调，语言迁移研究的

目标在于揭示语言在意识中的互动机制。Jarvis 
(2015)提出了包括实证发现、理论发展、方法学工具

和论证启发的研究框架。实证发现拓宽了对 CLI 的
理解；理论发展则提供解释框架与假设；方法学助

于验证假设，识别影响因素；论证启发确保研究的

严谨性。这些目标相互补充，形成研究语言迁移的

整体框架。这一分类框架，不仅能够准确地对当前

研究在整个语言迁移研究中的位置进行定位，揭示

其与其它过程目标的内在关联性，而且可以更加全

面客观地评价相关研究的价值。 
然而，国内在三语习得研究方面仍显不足。本

文采用 Jarvis 的框架，梳理三语习得 CLI 研究的新

进展，展望未来趋势，为国内研究提供参考与启发。 
2 实证发现 
二十一世纪初以来，三语习得的 CLI 研究在多

个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包括跨语系语族、跨领域、

迁移方向多样化。这些研究扩展了我们对三语习得

CLI 本质属性的理解，并为理论构建奠定了基础。 
2.1 跨语系、语族研究 
在跨语系和语族研究中，研究者关注不同语系

和语族之间的迁移模式，探索语言迁移机制。例如，

作者简介：谭雯婷（1981-），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语言习得、教学实践研究。 

https://sdr.oajrc.org/


谭雯婷                                                                          三语习得语际影响研究的新进展 

- 42 - 

Cenoz 和 Gorter（2022）的研究表明，即便在语系差

异较大的语言间，学习者仍能通过音系和句法结构

发现共通点，促进正迁移。Schwartz和Sprouse（2022）
指出，语系距离的增加使迁移更复杂，但也激发学

习者发展对语言普遍特征的认知能力，适应不同语

言结构的转换。这些研究表明，三语习得中的 CLI
不仅依赖语言结构，也与学习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和

心理因素密切相关。 
2.2 跨领域研究 
在跨领域研究中，三语习得与社会学、心理学

和教育学等领域的结合越来越紧密，显示出其广泛

的社会现象特征。社会学研究指出，家庭语言背景

和社会支持网络对语言迁移能力有重要影响。心理

学研究强调，动机和自我效能感，以及积极的情感

环境，对语言学习有促进作用。教育学研究则显示，

通过跨语言比较和个性化教学可以显著提高学生的

迁移能力。此外，跨领域的神经生理研究也呈现上

升趋势。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事件相

关电位（ERP）和近红外光谱（NIRS）等技术，研

究揭示了多语言者如何在大脑中处理和整合多语言

信息。ERP 研究表明，三语者可能具备增强的执行

功能，而 NIRS 研究则显示多语言者的大脑网络更

灵活，促进脑区切换（Xu & Wong,2023）。这些研

究不仅揭示了三语习得中复杂的认知和大脑机制，

也为语言学习和教育实践提供了实验支持。 
2.3 迁移方向多样化研究 
目前，三语习得的 CLI 理论主要集中在正向迁移

上，而反向迁移与双/多向迁移的理论尚不成熟。随着

理论的发展，反向迁移与双/多向迁移的实证研究将

成为三语习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迁移方向的多样化

研究逐渐受到重视。Cheung 等(2011)则认为三语习得

对二语习得只会产生负面影响；Jensen 等（2021）CLI
可以是促进性或非促进性的，视语言属性和所涉语言

而定。此外，Cenoz & Gorter（2021）显示社会文化因

素对迁移路径有重大影响，社会地位较高的语言更易

引发正向迁移。这表明三语习得中 CLI 的迁移方向受

多重因素影响，包括语言特性、个人语言背景和社会

文化环境。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索这些复杂交互，以

深入理解多语习得中的迁移机制。 
3 理论发展 
三语习得的 CLI 研究属于一个新兴领域，目前

理论尚未成熟，主要包括几大模型和理论。附生模

型由 Hall 和 Ecke (2003)基于二语附生模型发展而

来，强调通过识别和利用词汇结构的相似性来简化

学习过程，提出三语词汇习得分为形式表征、概念

联系和表征自动化三个阶段。积累性强化模型则由

Flynn 等（2004）提出，认为多语学习者在习得新语

言时，先前学到的语言能够促进语法习得，且每增

加一门语言，句法知识的获得是通过重新整合实现

的倍增效果，而非简单累加。相对的，二语地位效应

模型由 Bardel 和 Falk(2007)指出在三语习得初期阶

段，二语的形态句法较母语更易迁移，其影响超过

语言类型因素，这一假设亦得到神经生理学的验证。

此外，Rothman(2011)提出的语言类型优选模型认为

迁移可能来自母语或二语，取决于语言的心理类型，

且迁移的正面或负面影响由类型相似性决定。与此

同时，语言相似性模型强调的是语言属性的结构相

似性，而非语言类型的相似性，正确分析目标语与

已习得语言的相似性可产生正面影响，反之为负面

影响。这种模型的观点得到 Westergaard 等（2017）
和 De Angelis（2021）的进一步支持，尤其是在语法

和词汇习得过程中强调正负迁移的动态平衡。 
此外，Slabakova（2017）基于特征重组假说和

瓶颈假设提出了手术刀模型，强调迁移基于结构相

似性，并且迁移过程可能是负面的，受多种因素影

响，如语言类型、语法属性和认知经验。尽管这一模

型的精细分析获得关注，但其对迁移变量具体影响

的预测能力尚存争议。动态系统理论由 Herdina 和

Jessner (2002)提出，并广泛应用（Larsen-Freeman，
2020）。该理论认为语言发展是非线性、动态的，语

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依赖于个体的语言经验和使用频

率，说明语言迁移是在多语言间的持续调整和重组。

Bialystok（2024）探讨了相关的心理认知模型，指出

三语者比双语者和单语者具更高的认知灵活性，在

语言转换和选择上效率更高。这提供了理解三语者

如何在不同语言系统间快捷切换的新视角。总体而

言，这些理论初期研究较多，逐步扩展至中高级阶

段，以更全面理解三语习得过程中中介语的发展动

态。附生模型关注词汇习得中的认知联系，其他理

论则多关注句法和形态的迁移与整合。积累性强化

模型、二语地位效应模型、语言类型优选模型和语

言相似性模型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迁移的正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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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手术刀模型、动态系统理论和心理认知模型则从

复杂性、语言经验和认知灵活性探讨多语言环境中

迁移的复杂动态。 
4 方法学工具 
新的研究方法和工具的出现，促进了三语习得

实证研究和理论构建。新工具既包括数据收集的新

方法，如使用编辑后的图片和视频研究概念迁移，

也包括数据分析的新技术，如在语言学中应用视觉

追踪仪、脑成像技术。 
随着计算机科学和神经心理学等领域新工具和

新方法的发展，三语习得的 CLI 研究愈发跨领域化。

例如，Vlaeva 和 Dörnyei（2021）指出，动态行为分

析工具可以实时捕捉学习者在语言使用中的动态变

化和复杂交互，为迁移模式分析提供精细数据。

Angelovska 等(2023)通过结合视觉移动窗口范式和

计时语法判断任务，发现第三语言（L3）英语学习

者在处理语序破坏与未破坏的前置状语主陈述句时，

L1 主导性对低熟练度学习者的准确性表现有重要

影响，而 L3 高熟练度则减弱了该影响，为手术刀模

型提供了证据。同时，Xu 等（2024）研究通过 EEG
分析验证，母语和第二语言均可作为第三语言习得

的跨语言影响来源，并揭示其不同促进作用。脑成

像技术，如 fMRI 和 NIRS，探索了多语言使用过程

中脑区激活的变化，这些技术揭示了不同语言之间

的神经网络交互，帮助解释了语言迁移的神经基础。 
总体而言，这些方法学工具的发展为三语习得

中的 CLI 研究提供了多元而精细的分析手段，使研

究人员能够更深入地探讨语言交互过程和迁移机制。

未来研究可结合这些技术，进一步分析三语者的认

知过程和语言使用特征。这将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

三语习得中复杂的迁移机制，并为语言教学和政策

提供实证支持。 
5 论证启发 
Jarvis (2015)提出，研究语言迁移时，应发展一

个论证框架，以明确判断跨语言迁移（CLI）是否存

在所需的证据类型。他将证据类型分为四类：组内

同质（intragroup homogeneity）、组间异质（intergroup 
heterogeneity）、跨语言表现一致（cross-language 
congruity）和语间对比（intralingual contrasts）。在

此基础上，Jarvis 提出了两种论证框架：基于对比的

论证框架和基于检测的论证框架。 

 
 

基于对比的论证框架通过对四类迁移证据类型进

行分组对比，得出清晰的推论。他认为，组内同质和

组间异质的证据类型不仅适用于对比，还可以用于识

别检测，这产生了基于检测的论证框架。通过此框架，

可以检测二语写作中的母语特征，进而判断母语迁移

是否存在。Peukert（2015）认为，Jarvis 的框架同样适

用于三语习得的研究。 
国内学者蔡金亭(2015,2016)则发现，Jarvis 的对比

论证框架过于侧重研究对象的整体表现，而未能充分

考虑学习者的个体差异。蔡金亭指出，母语迁移首先

作用于个体，研究显示学习者在母语迁移方面往往会

出现显著的个体差异。因此，他认为研究框架应更加

注重个体差异，在个体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整体

的迁移情况。基于此，蔡金亭提出了比较－归纳方法

框架（表 1），从共时和历时角度对语言学习者在个人

和群体层面进行全面分析。该方法不仅涵盖宏观的群

体研究，还关注个体差异，有效地在个体与群体关系

之间取得了平衡。然而，该框架在判断个人母语与过

渡语的一致性方面，标准仍需更加严格和细致，并需

明确区分意义和形式的相似性。 
目前，基于对比或检测的论证框架逐步运用于二

语的CLI 的实证研究中，其实用价值正不断得到验证。

受此启发，我们可以建立属于三语习得的 CLI 论证研

究框架，从而更准确地探索多语习得中 CLI 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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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和展望 
三语习得的 CLI 现象极其复杂，三种语言可产生

33=27 种组合，720 种 CLI 的可能性，加之语言结构的

繁杂性及外部因素的影响，使得研究更具挑战性。本

文以 Jarvis 分类框架为基础，从实证发现、理论发展、

方法学工具及论证探索等四方面，对三语习得的 CLI
研究新进展进行全面的梳理。通过总结发现，三语习

得的 CLI 研究日趋全面和成熟，如研究的语种、族语

多样化，研究方向多元化，研究工具的跨领域化，理

论框架以及研究方法的日趋成熟。 
尽管如此，但相关研究仍有不足之处，其一，多

种理论模型共存，互不兼容，且各存不足，而被广泛

接受的权威理论体系尚未形成，实证探索的方向尚不

明晰；其二，囿于方法学所限，现有研究工具尚未能

充分解释三语习得的 CLI 的规律和生理学机制，这也

为后续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目前国内该领域高质

量研究相对缺乏，但多民族语言、多方言并存的语言

环境，丰富的素材及研究对象群是我们的优势，相信

未来会有更多大样本、跨领域、纵向、系统的研究问

世，为深入探索三语习得 CLI 的规律和机制奠定良好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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